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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禺及其戏剧的研究，可以上溯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自《雷雨》（1934年）、《日

出 》（1936 年 ）、《原 野 》（1937年 ）、《北 京 人 》

（1941 年）、《家》（1942年）等著名剧作问世以

后，很多文艺评论家予以关注并加以阐释，其

中不乏茅盾、夏衍、李健吾、朱光潜、叶圣陶、

杨晦等知名大家，他们的解读与评价开拓了

曹禺研究的路径。

如果说对于任何文艺作品的思想意义、

美学内涵、文化价值的评估，都需要时间的

积淀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的曹禺研究，无

疑具有承前启后的优势。在新时期曹禺研究

中，田本相致力于曹禺生平与创作道路的考

察与还原，对于曹禺剧作的研究进行了不断

地深化和拓展，“最初把他概括为一个诗化

现实主义的作家，以为是一个发现；接着，又

终于认定他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剧作家；直到

近年来，我更集中地感受着他是一个伟大的

人文主义戏剧家”。[1] 田本相对于曹禺的创

作心理、戏剧成就、美学贡献、思想意义、风

格特点等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地研究与阐

释。且不说他所收集、整理、出版的一系列

曹禺生平与创作资料，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

丰富而宝贵的文献；便是他所运用的访谈调

研、文本阐释、艺术比较、结构分析、典型释

[1]　田本相：《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
诞辰而作》，《曹禺探知录》，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

局，2016年，第114页。

内容摘要：田本相对于曹禺及其戏剧的研究，在新时期带动了学术界“曹禺热”的形成，这股热

潮至今方兴未艾。本文试图分析田本相一系列曹禺研究成果的形成、其中的研究方法、主要学

术观点以及重要学术贡献等。对于田本相在学术研究中所运用的访谈调研、文本阐释、比较艺

术学、文化现象学等批评方法也予以了总结和概括。本文指出，田本相的曹禺研究，从剧作家

出发，摹画曹禺的灵魂，发现其创作动因；从戏剧文本出发，阐发了曹禺戏剧的诗化现实主义风

格；从文化意义出发，揭示了曹禺戏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从悲剧内涵出发，阐明了曹禺剧作的

美学价值和他自身的悲悯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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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等研究方法，对今天的研究者仍具启示意

义；而他对于曹禺创作心理和潜意识层面的

“潜流”的追踪与揭示，对于人们认知曹禺戏

剧的思想高度、人性深度，以及戏剧性、民族

性、现代性、经典性等内涵，都具有深远的学

术引领和借鉴意义。

一

田本相常常说自己是半路出家研究戏

剧，这或许是自谦之辞，但焉知未有自得之意

呢？ 20 世纪60年代，他师从南开大学教授、

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方

向是现代文学。那个时代的鲁迅研究，在既

定的“民族灵魂”的总体框架下进行，但田本

相却不甘为固有结论提供局部证词抑或诠释

他人话语。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他执着于

内心的研究信念。为此，在熟读《鲁迅全集》

的基础上，他按照现代文学发展的时序来阅

读其他作家的选集以及长篇，从而形成记忆

中的语境关联和前后对照，勾画中国现代文

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而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

和文学现象的审思，则相应形成了参差错落

的比较与辨析。这是一种文本研究的“笨”办

法，却是行之有效的新发现。在对鲁迅小说

与其他现代作家的作品进行的多层面比较中，

透过题材类别、体裁样式、思想价值，以及典

型刻画、情景描写、叙事方法的相通性和差异

性，他发现了鲁迅作品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

的经典性。以致 20世纪80年代，从他发表于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呐喊〉〈彷

徨〉与“五四”时期小说之比较研究》[1] 的长篇

论文中，犹可见他对鲁迅研究中“平行比较”

方法的喜好。

转向曹禺及其戏剧研究之前，田本相已

经拥有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开阔视域和知识谱

系，因此，这是他在现代文学的研究视域里

“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后，把曹禺研究认定为

值得攀登的学术研究的高峰。其实，早在南

开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期，田本相看过天津人

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曹禺剧作，也阅读过曹禺

解放前创作的剧本。他一旦选定了研究目标，

不仅对预期的学术成果充满自信，而且已经

大体估量了其文化价值。

1978 年，田本相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上发表了论文《〈雷雨〉〈日出〉的艺术

风格》[2]，1979 年在《戏剧研究论丛》发表了论

文《〈雷雨〉论》[3]、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上发表了《〈日出〉论》[4]，1980 年完成了著作

《曹禺剧作论》，次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在《曹禺剧作论》完稿之前，田本相不曾

与曹禺谋面，只是一味坚持着他文本研究的

独立性和客观性。《曹禺剧作论》的初稿完成

之后，中国戏剧出版社准备出版，而出版之

前，社长杨景辉将书稿交与曹禺审读。

[1]　田本相：《〈呐喊〉〈彷徨〉与“五四”时期小说之比较
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
第1-13页。

[2]　田本相：《〈雷雨〉〈日出〉的艺术风格》，《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第95-103页。

[3]　田本相：《雷雨》论，《曹禺剧作论》，北京：中国戏剧
出版社，1981年，第29-65页。

[4]　同上，第80-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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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5月23日，曹禺在家中邀见了田

本相，这是两人第一次相见。曹禺对田本相

说，“你的书写得很深刻，你评论我的剧本，有

些是我在创作时没有想到的”[1]。谈话中，曹

禺引用《诗经 •巧言》中的 “奕奕寝庙，君子作

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以说明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他 二人

的相遇、相知是具有“戏剧性”的事情：他们同

是天津人，家世颇为相似，都是曾经富足而渐

趋破败的封建家族；曹禺曾经就读的南开学

校、南开大学，恰巧又是田本相的母校。

曹禺女儿万方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

忆，20 世纪80年代，田本相总是背着书包，带

着老式录音机到家里来与曹禺见面：“那时候

他们两人一坐就是半天时间，有时我父亲会

留他在家里吃饭。他们的交谈方式基本上是

田本相提问，我父亲便信马由缰地谈，回忆到

什么就谈什么，这些录音最终也都整理成了

文字出版。那时候只要父亲身体很好的情况

下，田先生就会来我家。他们二人相互之间

应该不仅仅是彼此认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

知己的关系。”[2] 一颗寻求理解的灵魂和另一

颗真诚探寻的灵魂开始对接。

1981 年《曹禺剧作论》面世，田本相在书

中指出：“《雷雨》是标志着中国话剧走向成

熟阶段而飞出的第一只燕子；它的现实主义

[1]　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
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　刘臻采写：《田本相病逝，中国话剧研究痛失领路
人》，《新京报》2019年3月7日，第C04版。

成就为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奠定了一块

有力的基石；而它的民族化群众化的尝试，显

示着中国话剧民族化群众化的最初实绩。”[3]

应当说，“曹禺剧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的

成熟”这一论断，至今已是中国戏剧界的共

识，也是《曹禺剧作论》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

1984 年此书荣获全国优秀戏剧理论著作奖。

朱栋霖指出：“它是国内全面、系统研究曹

禺剧作的第一部专著，而且观点鲜明，分析细

腻深刻，颇有独到之处。”“这些分析，可以说

是入木三分的。”此书的出版“是现代文学研究

领域的一个可贵的收获”。 [4] 尽管著作受到了

当时社会意识和思想解放程度的限定，但此书

以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发掘、严肃谨慎的学术态

度、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无庸辩驳的公允结

论，奠定了新时期以来曹禺研究的思想基础。

但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成果，

《曹禺剧作论》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判断标

准还明显带有特定时期的历史印记，甚至是

思想局限。有人认为《曹禺剧作论》在艺术方

法论上对旧格局的突破还有很大空间。也有

人认为，此书某些论断和沿用的成说颇有商

榷余地。比如，在人物分析中沿用阶级斗争

逻辑，特别强调曹禺剧作的现实主义特色以

及群众化趋向，一些批评话语也存在理逊于

情、评判代替研讨的问题。

[3]　田本相：《曹禺剧作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1年，第79页。

[4]　朱栋霖：《读〈曹禺剧作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
1期，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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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田本相的曹禺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时

期，那是一个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年代，是

一个中国人摘掉木头眼镜、正视世界的年代，

也是学术界闹闹嚷嚷要重写文学史、艺术史

的年代，更是田本相精力旺盛、厚积薄发、奋

发有为的年代。作为大学教授的田本相，白

天要授课，他的学术著作“大多是在夜间写

作，星期天则是最好的突击写作日。而假期，

就成为写作的节日了。记得暑假期间，我就

躲到办公室里。有时汗流浃背，独自一人，我

就脱掉上衣，埋头写作。有时，写不下去，就

大声朗读剧本，让自己化身角色，进入戏剧的

情境之中，揣摩人物的心理，体验矛盾冲突的

力度，品味语言的魅力。每有所得，就独自开

心，在办公室里手舞足蹈”。[1] 他像一个淘金

者发现了金矿一样，发现了曹禺及其戏剧，他

兴奋着、守卫着、开掘着、憧憬着，既有将被颠

倒的一切重新扶正的勇气，也有在学术园地

里披荆斩棘的意志。

继1981 年《曹 禺 剧 作 论 》出 版 以 后，田

本相的曹禺研究不断深入，先后出版了《曹

禺年谱》（1985年）、《曹禺传》（1988年）、《曹

禺研究资料》（上、下，1991年）、《中外学者论

曹禺》（1992 年）、《曹禺评传》（1993年）、《曹

禺全集》（七卷本，1996年）、《曹禺研究论集》

（1998 年）、《简明曹禺词典》（2000年）、《苦闷

[1]　田本相：《“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砚田笔耕记——
田本相回忆录》，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
108页。

的灵魂——曹禺访谈录》（2001 年）、《海外学

者论曹禺》（2014 年）等等。这些重要的学术

成果，不仅标定了曹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乃

至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价值，而且确立了田

本相在曹禺学术研究史上的重要位置。

田本相在曹禺及其戏剧研究方面不惜心

力、耗时数十载，除了缘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

之间灵魂的约定和心灵的默契之外，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即如田本相所言，他所遇到的是

“说不尽的曹禺”。我想，这种“说不尽”的意

味大约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经典文本

的曹禺剧作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内涵和丰厚

的美学内涵；二是作为文本之外的一种艺术

创造现象，曹禺本身集中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复杂的“江郎才尽”原因；

三是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范式，曹禺研究在

规模和程度上，都没有达到理想的学术目标，

特别是他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

认识和确立。基于此，田本相对他在曹禺研

究方面所耗费的心智不仅无怨无悔，甚至满

怀信心地说，当历史剥去了罩在人们眼前的

层层雾障之后，曹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

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定不会居于人后，他在文

化价值的排名榜上一定还会往前提。

曹 禺 说：“人 是 很 复 杂 的，也 是 最 宝 贵

的。”[2] 如何状写一个具有复杂内心和宝贵灵

魂的曹禺呢？田本相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四十

多万字的《曹禺传》，对于此书，他是抱有雄

[2]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后
记”，第546页。



29

心壮志的。为此，他翻阅了大量名人传记，他

希望如同罗曼 •罗兰写贝多芬、欧文 •斯通写

梵高、茨威格写巴尔扎克一样，写出“一个我

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一、曹禺有着他丰

富而独具的性格特色……他对人生、对世界

的思索和追求，他对戏剧的爱好，他的种种审

美情趣以及待人接物、爱情婚姻等，都无不打

上他的个性烙印。”“二、他是有他的创作个性

的。他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道路，不但与他

的性格有关，而且更有形成他创作个性的世界

的、中国文学戏剧的背景和种种动因，应当揭

示他艺术成功的秘密。” “三、曹禺作为一个剧

作家，是有他的典型意义的，他的创作道路就

是话剧史的一个侧面，与之联系的、平行的话

剧史上的人物都成为与他相比较而存在的对

象，在比较中才能看到曹禺的独到的贡献。”[1]

《曹禺传》以其“翔实的史料，恢宏的构思，新

颖的视角和飞扬的文采，而达到了作者预期的

目标——写出了‘这一个’曹禺，写出了一个

历史长河中流动的人”。[2] “作者以莫大的勇

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曹禺的艺术创作生

涯做出了客观与公允的评判，真实而深刻地

总结了曹禺个人的成败得失，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应该足以引起学术界深刻反思

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运动的某些历史教训。”[3]

[1]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后
记”，第545页。

[2]　高鉴：《阅人如阅川——读〈曹禺传〉》，《文艺报》
1989年4月8日。

[3]　宋剑华：《寻求“似”与“是”的统一》，《中国文化报》
1990年1月10日。

在这部传记中，田本相层层递进，从原生家庭

的苦闷——情感历程的曲折——创作心理的

隐秘——形象孕育的机理——戏剧诗意的憧

憬——悲剧美学的构成等层面，阐发了“中国

的莎士比亚”的个性特征和艺术风格。

作 为《曹 禺 传 》的 延 伸 成 果，2001 年，

《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出版。此书

真实地记录了历时 20 年田本相对曹禺及其

亲朋故旧的采访内容，这其中有曹禺先生对

自己家世、生平、创作、思想的回顾，有他对

历史问题和现实创作状况的深刻反思，还有

故旧亲朋对曹禺个性、心态、为人的品评，更

有田本相写下的访谈气氛、神韵以及意会、

心得。

巴 金 曾 多 次 敦 请 曹 禺“交 出 心 灵 的 宝

贝”，但限于晚年的境况，曹禺已经很难提笔

“从命”了，他说：写作这东西，可是心血，是

心血啊！他的心血郁积了大半生，浓得很了

便流不出了，因此，一位值得交心的人的出

现，终于使他的心血自然地涌出。曹禺对戏

剧创作规律的深刻体认，对戏剧发展历程的

追索、总结，对盲目追随西方各种主义的行为

的反感，对“戏剧实用主义”的透彻批判，皆因

透过了一个伟大作家的个体心灵这面凸镜，

经历了一个苦闷灵魂一生的摸索、聚焦，才显

示了带有普遍性的深刻意义。此书不仅引导

我们认识一个伟大的戏剧家曹禺的灵魂，也

会让我们透过一个生命去具体地认识近一个

世纪的戏剧史，甚至从一个侧面去认识特定

时期内一个民族的精神轨迹。

寻踪觅迹，终得真谛——试论田本相及其曹禺戏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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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田本相是一位很有学术个性的曹禺研究

者。他的研究方法不同于西方结构主义、形

式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和文本理论，他所秉

持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唯物

主义、辩证法，此外他还深受俄苏文艺批评家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

人的思想影响。

宁宗一作为田本相在南开大学时的同窗，

曾经指出，田本相对曹禺剧作的解读与阐释，

在方法论上深受苏联文艺理论家、斯大林文学

奖获得者叶尔米洛夫的影响。叶尔米洛夫在

《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一书中，对契诃夫剧

作的戏剧意象、人物性格、情节场面、命运走

向，乃至语言背后的心理波澜和细微表情下的

情感冲动，都做了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的细致

分析，特别是他透过戏剧的表象开掘了静水深

流般蕴藏在河床之下的时代趋向和生命底色。

“对戏剧巨匠的创作，必须挖掘其底蕴和把握

这‘潜流’，因为这是理解文本的要穴。也许由

于大师的剧作都具有这种直接的现实背景下

一股缓缓流淌的‘潜流’，它的生活底蕴往往不

是一眼就可以看清的，因此挖掘它就成为理解

文本审美价值的关键。叶氏找到了契诃夫剧

作中的‘潜流’，于是他把契诃夫研究提升到一

个新高度；而本相也找到了曹禺剧作中的‘潜

流’，于是本相的曹禺剧作论就在一个新的层

次上发现了曹禺剧作取之不尽的隐性价值。” [1]

[1]　宁宗一：《田本相剧学思想研究》，《美育学刊》2014
年第6期，第18页。

宁宗一从《曹禺剧作论》中看到了田本相阐发

的曹禺生命中的痛苦和剧作的诸多隐喻。

如果说每一部戏剧都是寄托着曹禺人生

诉求和理想憧憬的隐喻，那么每一个隐喻背

后的深意，都是田本相洞幽探微、试图捕捉

并昭示后人的东西。他在感知了曹禺剧作的

“深刻”之后，试图将自己的灵魂装进角色的

皮囊，以一己之心揣度剧中人心，他大声朗读

剧本、让自己化身角色、进入戏剧情境等等，

都可以看成是体会角色的心境、人性的行之

有效的方式。对于研究对象，他入乎其里，又

出乎其外；深入文本之内考察戏剧内里的符

号的“编织”，又跳出文本之外斟酌其在话剧

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位置。因此他对曹禺戏剧

的评价是有温度、有情感的体悟，也是有学

理、有创建的批评。

田本相特别重视《雷雨 •序》《日出 •跋》

以及曹禺谈创作的一系列文章，将这些当作

解读其作品的一把钥匙。比如曹禺说，繁漪

具有最“雷雨的”性格，《雷雨》不是社会问题

剧，他是在写一首诗，扮演周萍的演员要努力

在观众那里找到同情等等，在田本相的戏剧

分析中，都能找到思索的痕迹和推演的过程。

田本相显然不赞同法国作家罗兰 •巴特所

谓的“作家已死”的观念——罗兰 •巴特认为，

作品完成之际，作家应当被“遮蔽”，余下的文

学意义在于接受者与被写成的文本所建立的

新的关系。田本相运用访谈调研的方法，花费

漫长时间开掘关于曹禺家世、经历、心灵、意

志、精神等第一手资料，寻找创作者的深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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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心理、艺术个性在作品中的投射、反映；但

他又并非唯作家的马首是瞻，以曹禺之言证曹

禺之剧，而是着力寻觅生命哲学——精神现

象——艺术创作——形象体系——美学范式

的潜在的深层的对应关系，创造一个基于文本

阐释、关照现实语境、考察创作者的心灵诉求、

参照历史时空变化的立体的、多维的阐释方

式；而剧作家——剧作——历史语境——美学

神韵——文化系统，一直都是田本相在曹禺研

究中考察、审辨、解析、掘进的一整套研究系

统，并将其终极目标指向文化建构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如果一个人喜爱

一位作家，那他一定也会喜爱这位作家所属

的文化。如果一个人觉得这种文化是无关紧

要的或令人讨厌的，那他对这位作家的赞美

就会冷淡下来。”[1] 田本相的确是在审视曹禺

的创作心理，从而剖析出曹禺剧作的深层含

义。一个民族的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其

心灵史。而伟大作家的心灵史，无疑具有民

族特性、典型价值和深远的文化影响。

田本相的曹禺研究不是孤立的个案研

究，也不是局部的现象研究，前面已经提到，

他青年时期在鲁迅研究中不自觉地运用了比

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到他主编《中国现代比较

戏剧史》，再到他研究曹禺的现代意义及其文

化价值，他一直沿用着“比较”的艺术的思维

方式。他这样评价曹禺：“一方面，他继承着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

[1]　[英 ]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黄正东、
唐少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神，充分汲取了新兴话剧的经验，更避免了它

的教训；另一方面，他循着易卜生、契诃夫、奥

尼尔等人的近代现实主义的潮流，领悟着他

们的戏剧审美特质和发展趋势，寻找着中国

观众可接受的东西，闯开一条新路。”[2] 比较的

意识有时候表现为研究对象与同时代的他者

的关联，有时候表现为中外影响研究的论证，

有时候则表现为在历史、现实、价值的三维坐

标系中对其存在意义做出的标定。

回顾田本相的研究进程，不难发现，他所

秉承的是比较传统的研究理路：先从文本出

发，对剧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继而又孜孜

矻矻各处采访，博观约取，研究曹禺的生平和

创作心理；转而又尽己所能，推动方方面面的

曹禺研究；进而又在《曹禺传》中对既有的研

究成果进行新的整合；从而走过了从局部到

总体、从现象到一般、从戏剧分析到文化价值

标定的学术进程。他所建构的研究框架也许

并不时髦，却是扎实稳固的；他得出的学术结

论也许并不奇妙，却是真实有效的。他以自

身不遗余力推进的曹禺及其戏剧的研究，为

后学展现了从曹禺剧作到生平、从创作心理

到文化内涵、从主体阐释到客观描述的集大

成的曹禺研究的完整形态。

四

关于曹禺及其戏剧的研究，田本相的重

要学术发现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2]　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一卷，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3页。

寻踪觅迹，终得真谛——试论田本相及其曹禺戏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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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摹画曹禺的灵魂，发现其创作动因。

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概念：

（1）苦闷。曹禺曾经对田本相说，“你要

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1] 田

本相果然写出了曹禺的苦闷，并且把它当成

了笼罩在曹禺头上挥之不去的乌云。日本文

学理论家厨川白村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

曹禺虽然自幼生活优裕，但由于生母早逝，父

亲严厉，直接导致了亲情关系的扭曲和家庭

氛围的冷寂，也造成了童年曹禺内心的苦闷

和压抑。在《雷雨 •序》中，他说，“我不知道

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

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

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

地来苦恼着自己……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匆

促”[2]。这是敏感、忧郁的灵魂。

（2）抑压。在曹禺的生命的苦闷中，田本

相发现了他对宇宙人生的残酷所感到的“抑

压”，“这种抑压感，在曹禺的灵魂里几乎是

全方位的：是社会的抑压，是人性的抑压，是

生命的抑压，是情感的抑压，甚至是性的抑

压”。[3]“难得的是，这样的生命的抑压感，以及

由这种形而下的生命感觉而衍生出来的形而

上生命哲学的意味，让曹禺展示出形形色色的

具有丰富生命感觉的艺术生命。”[4] 作为对这种

[1]　田本相：《曹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　曹禺：《雷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
“序”，第5页。

[3]　田本相：《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
诞辰而作》，《文学与文化》2010年4期，第4页。

[4]　同上，第5页。

生命压力的反弹，曹禺在写作中释放着激情。

（3）自由。田本相认为曹禺具有一个伟

大的渴望自由的灵魂，可惜“文革”剥夺了他

的创作权力，“文革”后的他如同王佐断臂。

“他那种渴望自由，渴望创造的夕阳之火，怎

样也燃烧不起来了。不能不写的渴望同不能

写出的矛盾，成为他晚年痛苦的源泉。”[5] 田本

相考察曹禺的情绪、心理，是为了总结深层的

艺术创作规律。

2. 解析曹禺的戏剧文本，阐发诗化现实

主义风格。

田本相特别重视剧作家在戏剧发展中的

作用，他说：“从中外话剧的发展历史来看，基

本上是由杰出的戏剧家引领戏剧前进的路程。

重要的戏剧思潮和导演学派，大都是由杰出的

剧作家和杰出的剧作所引领和激发的。在戏

剧史上能够成为里程碑的人物绝大多数是剧

作家。”[6]“任何伟大的剧作家，都有着时代的

正义感，社会的责任感；但他们的剧作同工具

论是绝缘的。”[7] 田本相在他有关曹禺研究的一

系列专著中，都有对于其戏剧文本的不断解读

和深入阐发，他的批评方式已经影响了后续的

曹禺研究者。比如田本相特别注意分析曹禺

戏剧的抒情性，从分析其少年时期的诗歌的意

象、情调、风格，进而分析其戏剧的美学特点，

甚至有人认为田本相的《曹禺传》为了对应曹

[5]　田本相：《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为纪念曹禺百年
诞辰而作》，《文学与文化》2010年4期，第7页。

[6]　陶璐：《重振困境中的中国话剧——访话剧史研究专
家田本相》，《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9期，第124页。

[7]　同上，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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禺这样一位戏剧诗人的身份特征，也有意保持

了传记语言的诗性特征。谈到《曹禺评传》的

写作，田本相说，如果说有点发挥，那就是对

曹禺戏剧的诗化现实主义的萌生、发展和成熟

做了一次系统的勾勒和剖析，曹禺作为一个戏

剧诗人，他把戏剧诗写到一个极致的境界，而

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层融汇着中国传统

的艺术精神和诗性哲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打通

了中外戏剧的联系，使他的剧作既属于世界

的，更有着东方的神韵。[1] 田本相将曹禺的诗

化现实主义概括为：（1）诗与现实的融合所呈

现的特色，即以诗人般的热情去拥抱现实；（2）

带着理想的情愫去观察现实和描写现实；（3）

诗化现实主义的艺术重心在于成功塑造典型

形象，探索人的灵魂。对诗性的强调，便是对

艺术性的重视，对戏剧的修辞方式、语词节奏、

意象符号、美学意境的倚重。他重视剧作家主

体意识的体现、想象力的生发、诗意的憧憬，

以此对抗戏剧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3. 揭示曹禺戏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阐

发其文化价值和影响。

曹禺深谙中国戏曲，对《走雪山》《斩黄袍》

之类喜爱有加，但他本人所受到的却是南开学

校、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的现代教育，他的剧作

中蕴蓄着鲜明的中国文化意绪和民族审美情

趣，但又深受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优秀的戏剧文

化的熏陶。在《雷雨》出版之后，李健吾就提出

批评，指出剧中蕴含着古希腊悲剧特征和外国

[1]　参见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评传》，重庆：重庆出版
社，1993年，“后记”，第303页。

现代戏剧的情节模式等。曹禺对此予以反驳，

并说也许自己用了别人的金线织成了自己的衣

裳。田本相从不回避曹禺的戏剧创作所受到的

外来影响，甚至将其视作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

现象，并且运用比较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对于

曹禺所受到的诸如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易

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剧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曹禺借鉴外国戏

剧的经验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以作家的艺术个

性的主体去消化外来的东西；一是以民族的主

体，即以强大的自主的民族灵魂和艺术传统去

借鉴和汲取外国戏剧中有益的东西。而这二者

对曹禺是统一的。譬如他对外国戏剧表现派、

象征派的创作方法和技巧，不但不去机械模仿

照搬，而是把它同民族文学艺术传统中的象征

艺术结合起来，使人感到其中贯穿着中国艺术

的情调和韵味”。[2] 田本相不仅对曹禺剧作在

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中的影响进行了学

理的辨析性的论证，而且对处在东西方文化交

流与碰撞中的曹禺那种既不一味复古也不盲目

崇外的兼容并蓄、消化吸收的艺术思想予以充

分肯定。田本相反对在思想理论方面言必称西

方的文化自卑，也不赞同什么事情都是中国古

已有之的文化自大，在曹禺研究方面他“东张

西望”、有的放矢、史论结合、实事求是。

4. 揭示曹禺的悲剧价值，展现其人文主

义的悲悯情怀。

在曹禺的审美意识中，“宇宙正像一口残

[2]　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一卷，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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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

暗的坑。”[1] 因此他要在他的戏剧里把这种残

酷性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说：“《雷雨》

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

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

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遇最足以代表。他们的

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

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

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

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

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2] 因此《雷

雨》《日出》《原野》《家》都是悲剧，曹禺自己认

为《北京人》是喜剧，原因是愫方、瑞贞等人终

于逃出了封闭、衰朽、压抑的家庭，可以走向

新的人生，但是剧中的悲剧氛围也如黑云压

顶。田本相重视曹禺剧作的悲剧特征，他强调

曹禺的创作个性，正是在悲剧的美学层面上

对其进行艺术价值的认定。正如朱光潜所言：

“写实主义与悲剧精神是不相容的。悲剧中的

痛苦和灾难绝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灾

难混为一谈，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遥远性，悲剧

人物、情境和情节的不寻常性质，艺术程式和

技巧，强烈的抒情意味，超自然的气氛，最后

还有非现实而具暗示性的舞台演出技巧，都

使悲剧与现实之间隔着一段‘距离’。悲剧情

节通过所有这些‘距离’处理之后，可以说被

‘过滤’了一遍，从而除去了原来的粗糙与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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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3] 田本相十分重视朱光潜的悲剧研究成

果，也认真分析了悲剧卡塔西斯效应对于曹禺

和观众的双重属性，从而阐发了曹禺悲剧创作

方法的继承性、创新性和民族文化特征。

要想较为全面地评价田本相在曹禺研究

方面的贡献，对于我这样一个愚钝的后学绝

非易事。在曹禺研究方面，田本相没有“建体

系”“定高度”，而是用一种实证、阐释、分析、

论辩的方法，在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下，扎扎

实实地开展研究工作。其实作为后来者，有谁

还能成为曹禺先生的“度心之人”呢？或许有，

但却再无他人能从曹禺先生口中，掏出那么多

他“心中的宝贝”了。在没有田本相的时代，后

来者或许可以从某个角度，就某个层面，做出

自己的学术发现，但要全面超逾短期之内恐难

成功。田本相的曹禺研究，带动了新时期学术

界“曹禺热”的形成，这股热潮至今方兴未艾。

在中国学术界若干个“理论体系”盲目建

立旋即又烟消云散之际，在人们总是习惯于

追随并因袭一套西方话语，把中国自己的艺

术“宰割”得体无完肤之时，我们的学术界确

实到了应当反思“中国的学术究竟是什么”的

时候了，而反思田本相的“曹禺研究模式”对

我们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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